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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之一。社区是推动

居民垃圾分类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场域。基于“2019年上海居民垃圾分类行为”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

型,探究不同社区治理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直接

效应,并通过社区参与意愿、网络参与意愿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间接效应。房价和房龄调节了社会性治理方式对

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效应,呈现了“熟人社区”“陌生人社区”和“半熟人社区”社区分异效应,形塑了“弱动员、

强参与”“强动员、强参与”“强动员、弱参与”的多元主体行动逻辑。该研究能够为构建因地制宜、社区多元共建、共

治、共享的垃圾分类实施政策,有效引导社区居民绿色低碳行为,促进社区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供借鉴和政策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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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useholdwasteseparationisanimportantmethodof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
andoneoftheimportantwaystoachievecarbonpeakandcarbonneutrality.Communityisthekeyfieldto
promotethewasteseparationandgreenlifestyletransformationofresidents.Basedonthesurveydataof
"Shanghairesidents'wasteseparationbehaviorin2019",thestructuralequationmodelwasusedtoexplore
theinfluencepathofdifferentcommunitygovernancemodesonresidents'wasteseparationbehavior.Itis
foundthatsocialgovernancemodeshaveadirecteffectonwasteseparationbehavior,andanindirecteffect
on wasteseparation behaviorthroughcommunityparticipationintentionand network participation
intention.Housingpricesandhouseagesinsocialgovernancehaveamoderatingeffectonresidents'waste
separationbehavior,showingthedifferentiationeffectof"acquaintancecommunity","strangercommunity"and
"semi-acquaintancecommunity",shapingthemulti-subjectactionlogicof"weakmobilizationandstrong
participation","strongmobilizationandstrongparticipation",and"strongmobilizationandweakparticipation".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policy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mplementationpoliciesbasedonlocalconditions,multi-communityco-construction,co-governanceand
sharing,effectivelyguidingcommunityresidents'greenandlow-carbon behaviors,andpromoting
communityhouseholdwastereductionandresource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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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我国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提出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扎实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

联合发布的《“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

施发展规划》中提出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考虑

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域特点、人口分布等

因素,不搞“一刀切”,形成符合各地条件和特点的生

活垃圾分类和处理模式①。
城市是垃圾分类的主要治理场域,社区作为居

民生活主要场所,是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基本治理

单元[1]。我国对于垃圾分类与收集的政策设计十分

重视,但忽视了垃圾分类的政策执行效果,社区垃圾

分类治理绩效呈现较大的差异[2]。基层社区为垃圾

分类的政策实践提供社会基础,但由于不同地区的

小区垃圾分类执行政策、标准、责任主体、治理方式、
社会动员模式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探究社

区治理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机制及社区差异

性产生的背后深层逻辑。

2019年1月上海市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成为全国率先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之

一。截至2021年5月,上海居民垃圾分类源头正确

率达到95%以上,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有害

垃圾的分类量比去年同期有不同程度增长②。上海

市历经两年多的生活垃圾治理实践,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但是在政策执行中也暴露出基层治理的盲点

和不足。如政策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过多关注技术层

面,忽视了“因地制宜”对居民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

响。因此,如何构建社区居民垃圾分类可持续的长

效机制,成为实践领域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本

研究团队于2019年对上海16个区县进行实地调

研,对居民、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街道、市容与

绿化管理局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并梳理相关

文献,设计调查问卷,探究不同社区治理方式对垃

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探索社区分异下居民垃

圾分类行动差异及其行动逻辑,为提升社区社会

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正向溢出效应,构
建因地制宜和社区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垃圾分

类实施政策,有效引导社区居民绿色低碳行为,促
进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减量化、资源化提供理论

依据和政策参考。

一、文献综述

  近几年来,国内外的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呈现了

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早期的研究聚焦垃圾回收

行为的心理维度,涉及的相关理论包括:计划行为理

论、规范激活理论、价值—信念—规范模型[3-5]。随

着研究深入,学者不断关注外因条件对垃圾分类行

为的影响。A-B-C模型不仅验证了态度层面的

心理因素,而且强调了情境因素对居民废品回收行

为的影响[6]。
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四类社会因

素:人口统计因素、心理因素(便利度、环境知识、环
境信息、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环境态度、回收习惯、
社区和系统信任)、经济因素、政策和制度因素(组织

机制、利益相关者参与、调查与监督、公共教育、社会

规范、街区领袖、环境变化、经济激励措施等[7])。
也有研究基于制度社会学理论、治理理论、制度

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从不同视角探讨社区层面的

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制度社

会学理论视角认为,以社区垃圾分类是“自上而下”
实行的制度,社区结构特征、人口结构、社区管理主

体嵌入社区制度环境中,对垃圾分类制度实施产生

影响[8]。治理理论视角认为,治理对象、治理机制和

治理关系制约社区垃圾分类行为[9]。制度理论视角

认为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受社区政策、宣传、激励和惩

罚机制等影响[10-11]。社会资本视角认为,以社会网

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促进居

民垃圾分类投放和垃圾源头减量[12]。“行政动员”
和“多元参与”是垃圾分类治理的研究主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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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十四五”城镇生活垃

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详见网址:https://www.ndrc.gov.
cn/xxgk/zcfb/tz/202105/t20210513_1279763.html。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2022年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实 施 方 案》,详 见 网 址:https://lhsr.sh.gov.cn/srgl/20220311/

690b1d5b-569b-4530-a5b3-becea1c73f3b.html。



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社区因素对垃圾

分类行为的影响,并构建了理论模型,但存在一定

局限。首先,已有研究虽分析了社区因素对居民

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并构建了垃圾分类行为的理

论模型[14],但缺乏从社区治理方式视角分析垃圾

分类行为。其次,已有研究关注政府主体,探讨法

律法规、激励和惩罚机制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强调“自
上而下”政策干预垃圾分类行为,缺少从社区治理视

角分析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最后,已有

研究虽探讨了社区差异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但缺

乏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垃圾分类行为的社区分异

效应,更忽视了社区分异效应背后隐藏的深层行动

逻辑。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垃圾分类意愿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愿是指行为趋向的

意 愿,行 动 之 前 的 思 想 倾 向 和 行 动 动 机。

Gollwitzer[15]尝试将行为意愿分为目标意愿、执行

意愿。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城市网民化水平也

在迅速提高,公众利用互联网“结社”和开展社会动

员的可能性提高[16]。同时,在“互 联 网+政 务 服

务”的指引下,公众在垃圾分类参与中呈现了两

种路径,一种是传统的线下社区参与,另一种是

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网络参与。本研究将行为

意愿分为“社区参与意愿”和“网络参与意愿”,尝
试探索不同类型的居民参与意愿对垃圾分类行

为影响的差异性。
(二)社区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路径

  1.社区治理方式

社区治理是指在城市社区内,政府部门、社区组

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

活动。行动者、治理权力和治理方式三个维度交织

并构建社区治理实践,社区治理包含行政性治理方

式和社会性治理方式[17]、行政推动模式与社会自治

模式[18],本研究采用前一种社区治理方式。
行政性治理方式是依托行政组织的组织网络,

采用行政指令方式,通过行政性的规定、政策、指示

等一系列指令开展工作[1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社区治理模式也不断转变,各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
孙小逸等[19]认为居委会的行政化不利于城市基层

中“社会”力量的发育。耿彦虎[8]认为社区将垃圾分

类视为“自上而下”的实行制度,并嵌入社区结构的

制度环境中。

社会性治理方式是社会层面的自组织按照社会

运行与发展规律采取的一种治理方式[17]。随着基

层社区社会性增强,社区基层组织范畴拓展,除了居

委会和居民区党支部,还包括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各

类自治组织[16],其体制和功能存在较大差异。政府

对非政府主体的赋权以实现组织化,嵌入或拓展社

区社会网络,运用多种动员策略推动社区居民参与

的可能[20]。多元治理网络不断发挥作用,成为社区

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的重要途径[21]。

2.行政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径

行政性治理方式的效能感是指“制度嵌入”视角

下居民对社区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具体制

度、规范的主观评价或认同感。Steg等[22]提出政策

措施可以改变环境态度、社会认知,对垃圾回收行为

产生影响。公众对政府垃圾分类政策认同越高,越
倾向于支持政府政策,进而改善居民个人垃圾分类

行为[23]。在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行政性治理方式

体现在基于垃圾治理政策开展的“自上而下”的宣

传、监督、激励、惩罚的具体工作。已有研究验证了

提升垃圾分类“制度执行力”,可以有效提高垃圾分

类治理绩效[13]。政策效能感可以提升居民回收行

为,如果居民对政策措施有较高认同,那么他们执行

政策的意愿就会增强[23]。但也有研究发现规制政

策,如生活垃圾收费政策和源头分类试点政策并未

显著降低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固定费率甚至会提

高人均排放量[12]。
社区基层组织承担着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者,社

区制度的设计者和监督者的角色,激励和惩罚监督

措施、垃圾投放点便捷程度、垃圾分类系统设计对提

升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及行为至关重要[24]。行政性

治理方式还体现在依据上级部门政策社区垃圾分类

政策的执行,如基于社区具体情况设计投放时间、地
点和投放方式。已有研究发现,垃圾投放的便利性

和时间(如投放地点、投放时间)是提高生活垃圾分

类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25]。因此,本研究认

为在社区垃圾治理情境下,行政性治理方式的效能

感是居民对社区垃圾分类的政策认同感、资源配置

和便利程度的主观评价,其不仅可以促进垃圾分类

行为,而且可以通过参与意愿间接影响垃圾分类行

为,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行政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直接

正向效应;

H1a:行政性治理方式通过社区参与意愿对垃

圾分类行为产生间接正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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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行政性治理方式通过网络参与意愿对垃

圾分类行为产生间接正向效应。

3.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路径

社会性治理方式的效能感是基于“组织嵌入”视
角下居民对多元行动者参与治理的有效性感知。社

会性治理方式表现为不同主体结成伙伴关系,为改

善社区环境质量采取的集体行动[26]。已有案例研

究发现社区主体参与不足是垃圾分类治理的困境的

主要因素,表现为居民公共精神不足、参与程度低,
社会资本存量低等问题,参与式治理中“行政动员—
多元参与”(社会性治理方式)可以提升多主体参与

社区垃圾分类治理效能[13]。
社区通过招募“街区领袖”作为垃圾分类行动

的志愿者。“街区领袖”的分类行为产生示范效

应,并告知和督促非回收居民,有效提升居民垃圾

分类的意愿及行为[27]。发挥社区志愿者的示范和

引领作用,可以“以积极友好的方式”提高居民参

与垃圾分类的意愿和行为[28]。基于已有文献,社
会性治理方式不同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治理方

式,其表现为社区基层多元主体为主体、自下而上

的垃圾治理方式。两种治理方式并不是非此即

彼,在多数小区中两种治理方式并存。但是,每个

社区在不同时期、不同治理阶段,往往以其中一种

治理方式为主。社会性治理方式作为内在驱动

力,可以提高居民主观规范意识,促进居民垃圾分

类习惯的养成,提升垃圾分类行为的可持续性。
本研究认为在社区垃圾治理情景下,社会性治理

方式的效能感是居民对社区中多元主体,如社区

党组织、居委会、物业、业委会、社区志愿者的垃圾

治理的满意度,对其参与垃圾治理的主观评价。
因此,本研究提出社会性治理方式不仅可以激发

垃圾分类行为,而且提高参与意愿,进而激发垃圾

分类行为,由此提出假设:

H2: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直接

正向效应;

H2a:社会性治理方式通过社区参与意愿对垃

圾分类行为产生间接正向效应;

H2b:社会性治理方式通过网络参与意愿对垃

圾分类行为产生间接正向效应。
(三)社区分异对社区治理方式影响垃圾分类行

为的调节效用

我国社区大致有三种类型:商品房社区、城中

村或者回迁安置房社区、老旧社区。商品房社区

属于陌生人社会,居民相互不熟悉,多运用市场化

的治理模式;城中村或者回迁安置房社区,保留了

农村社区特征,依赖于行政主导模式;老旧社区,
在单位制解体之前,由政府和单位共同出资设的

职工居住区[29]。空间结构分化塑造不同类型的社

区,并在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双重作用下形

塑了不同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30]。已有研究发

现不同类型社区,其垃圾分类治理有较大的差异

性[24]。小区品质越优良,垃圾分类效果越好;小区

开放程度越高,垃圾分类的绩效越差[2]。城市垃

圾分类治理呈现出三类不同模式:强动员、弱参

与;弱动员、强参与和强动员、强参与[13]。社区垃

圾分类以“邻里网络”和“社会组织”两个维度划

分:弱邻里网络—弱社会组织型、强邻里网络—弱

社会组织型、弱邻里网络—强社会组织型和强邻

里网络—强社会组织型的社区类型[31]。差序格局

的“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社会关系影响居民垃圾

分类意识与行为,促进垃圾分类政策的执行[32]。本

研究认为社区类型差异会影响社区居民社会关系,
进而会调节社会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效

果。因此,本研究尝试通过量化研究探索两类社区

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径差异,分析在不

同类型社区中其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性效果,提
出以下假设:

H3:社区分异在行政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

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调节效应;

H4:社区分异在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

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调节效应。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上海开放大学课题组,研究

团队于2019年6—7月展开调研,共计覆盖了上

海16个区县93个街、镇,363个居委会,769个住

宅小区。调查抽样方案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根据

16个区县的人口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
职业、收入和户口类型占各区县的人口比例,在每

个区县随机抽取4~8个街、镇,每个街镇随机选

取3~5个居委会样本,最后由居委配额抽取所在

社区的10户家庭的1名18~70岁受访者。调研

采取入户调查方式,访员经过专业培训,共发放

3000份居民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2555份,样本人口统计特征分布见表1。表1的

数据表明,调查问卷的样本在性别比例、户口类型

和个人收入等方面基本符合上海人口分布特征,
保证样本数据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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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上海垃圾分类调查样本特征分布

变量 类型 频次
样本

比例/%
上海市
比例/%

变量 类型 频次
样本

比例/%
上海市
比例/%

性别

年龄

受教育
程度

男 1226 47.98 49.50
女 1329 52.02 50.40

20岁以下 292 11.43 11.89
20~35岁 1011 39.57 17.80
36~59岁 1011 39.57 37.21
60岁以上 241 9.43 33.10
初中及以下 202 7.91 58.99
高中或中专 655 25.64 19.60

大专 1202 47.05 9.65
大学本科 448 17.53 10.16

硕士及以上 48 1.88 1.61

个人月收入

户口类型

3000元以下 536 20.98
3000~4999元 810 31.70
5000~7999元 806 31.55
8000~11999元 277 10.84
12000元及以上 126 4.93

户籍人口 1691 66.18 60.17
非户籍人口 864 33.82 39.83

  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户口类型的“频次”和“样本比例”来源于调查数据,性别、年龄和户口类型的数据来
源于《上海统计年鉴2018》(其中,人均可支配性收入4915.67元),受教育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上
海地区数据。被调查小区的平均房价为49188.13元/平方米,平均房龄为22.60年,房价和房龄来源于“安居客”平台(见网
址:https://shanghai.anjuke.com/?from=esf_list)。

四、变量测量与模型检验

(一)变量测量

  1.内生潜变量

内生潜变量包括“垃圾分类行为”“社区参与意

愿”和“网络参与意愿”。我国各城市垃圾分类标准

差异性较大,居民垃圾分类行为测量题项和量表较

难统一。基于已有研究,垃圾分类行为与行为意愿

的测量较为模糊,往往难以区分。因此,本研究仔细

比对已有文献中的量表,较为认同曲英等[33]提出的

垃圾分类行为测量方式,并结合上海的垃圾分类标

准进行修订,以“近半个月,您实施垃圾分类的情况

如何?”来测量。
“社区参与意愿”和“网络参与意愿”变量测量基

于计划行为理论,根据互联网信息时代,居民垃圾分

类的意愿逐渐分化为线上和线下两类[10]。网络参

与意向是居民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参与其家庭的

生活垃圾分类,并带动、引领周围人群参与垃圾分

类;社区参与意向是居民为实现所在地区或者小区

的垃圾分类所付出精力和时间,及参加垃圾分类相

关活动的行为意向。

2..外生潜变量

外生潜变量包括“行政性治理方式”和“社会性

治理方式”。在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场域下,行政性治

理方式体现为社区垃圾回收外部压力,如激励、惩罚

制度的执行。本研究结合垃圾分类“强制性”阶段上

海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情况,将居民对垃圾

分类的“定点”“定时”和“破袋”具体策略的主观评价

以及社区垃圾分类激励和惩罚政策的认同感,作为

测量“行政性治理方式”的具体指标。“社会性治理

方式”体现为社区垃圾治理的多元主体,如社区党组

织、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和志愿者在社区垃圾治理

目标指引下形成的集体行动。本研究结合上海基于

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参与垃圾治理的实践,将居民

对多元主体的认同感及其参与垃圾治理的主观评

价,作为测量“社会性治理方式”的指标。
内生潜变量和外生潜变量的具体测量题项,见

表2。

3.调节变量

“社区分异”是指社区内的差异性,即社区内的居

民在某方面的特征差异。社区异质性包含社区本身

区位、类型、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参考以往研究[34]

本研究将房价、房龄作为社区异质性测量指标。
(二)测量模型检验

  1.收敛效度

测量模型采用最大概似估计法进行估计,结果

表明每个潜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潜变量具

有良好的收敛效度[35]。

2.区分效度和拟合度检验

根据AVE法对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进行检

验,对角线每个潜变量 AVE均方根大于潜变量之

间相关系数,表明潜变量具有良好区分效度[36]。拟

合度检验χ2/df=2.769,1<χ2/df<3;RMSEA
=0.054<0.08;SRMR=0.074<0.08;CFI=
0.963>0.9,本研究模型拟合度基本符合标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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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表3显示了各个变量路径系数结果。行政性治

理方式对社区参与和网络参与意愿有较为微弱的正

向影响 (a1=0.095,p=0.019;a3=0.119,p=
0.021),但是社会性治理方式与对社区参与和网络

参与意 愿 有 显 著 正 向 效 应。(a2=0.415,p<
0.001;a4=0.405,p<0.001)。社区参与和网络参

与意愿对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正向效应,分别为

(b1=0.090,p<0.001;b2=0.082,p<0.001)。
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着直接正向效应

(c2=0.053,p=0.011)。行政性治理方式对垃圾

分类行为没有直接效应。研究结果验证了社会性治

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了正向直接效应,但是

直接效应较小,可能存在间接效应。社会性治理方

式对两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效应。行政性治理方

式对两类参与意愿虽然有正向效应,但是效应较弱。
表2 题项和潜变量描述、测量模型收敛效度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 AVE

行政性治理方式
(PRA)

PRA1垃圾投放过程执行“定时”和“定点”制度方便投放 0.751
PRA2垃圾投放过程执行“破袋”方式有助于分类 0.829
PRA3奖励和惩罚能够激励或者约束垃圾投放行为 0.633

0.783 0.549

社会性治理方式
(AOM)

AOM1小区党员参与垃圾分类的志愿者工作 0.762
AOM2小区物业的垃圾分拣员尽职、尽责 0.781
AOM3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加强垃圾分类宣传和教育 0.808
AOM4小区业委会积极投入垃圾分类工作 0.654

0.838 0.566

社区参与意愿
(OFI)

OFI1愿意投入劳动把垃圾分成干垃圾和湿垃圾 0.823
OFI2愿意参加社区组织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 0.732
OFI3愿意支付一定费用支持小区垃圾分类工作 0.862
OFI4愿意和小区邻居或朋友当面谈论垃圾分类 0.804

0.879 0.646

网络参与意愿
(UBI)

UBI1在网络论坛或博客上就垃圾分类发表看法 0.843
UBI2通过网络转发垃圾分类知识和相关信息 0.892
UBI3通过网络向有关部门表达垃圾分类实施的意见 0.904
UBI4通过网络动员朋友参与垃圾分类活动或者相关工作 0.813

0.919 0.741

垃圾分类行为
(WSB)

WSB1塑料瓶、废旧塑料废纸、废硬纸壳 0.662
WSB2剩菜、剩饭 0.934
WSB3瓜皮、果壳、菜根、菜叶 0.942
WSB4废旧灯管/泡、电池 0.791

0.902 0.702

  注:内生潜变量和外生潜变量采取Likert5级量表赋值,“行政性治理方式”和“社会性治理方式”题项为:“很赞成”“比较
赞成”“一般”“不赞成”“很不赞成”,由高到低分别赋值为5~1;“社区参与意愿”和“网络参与意愿”题项为:“非常愿意”“愿意”
“中立”“不太愿意”“非常不愿意”,由高到低分别赋值为5~1;“垃圾分类行为”题项为:“总是收集”“经常收集”“偶尔收集”“不
怎么收集”“从不收集”,由高到低分别赋值为5~1。

表3 回归模型路径

因变量 自变量
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误C.R.

社区参与意愿
行政性治理方式 0.095* 0.043 2.228
社会性治理方式 0.415*** 0.043 9.729

网络参与意愿
行政性治理方式 0.119* 0.051 2.341
社会性治理方式 0.405*** 0.051 8.003

垃圾分类
行为

社区参与意愿 0.090*** 0.013 6.871
网络参与意愿 0.082*** 0.010 7.911

行政性治理方式 0.009 0.024 0.372
社会性治理方式 0.053* 0.025 2.084

  注:***p<0.001,**p<0.01,*p<0.05。下同。

  3.间接效应检验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经验结果见表4。
可见,行政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总效应

|Z|<1.96,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行政性治理方式

对垃圾分类行为没有总效益、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由此验证了研究假设 H1、H1a、H1b并不成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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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总效应、间接效应

|Z|>1.96,置信区间不包括0,说明社会性治理方

式对垃圾分类行为存在间接效应。
如表5所示,社会性治理方式与对垃圾分类行为

的中介效应。社区参与和网络参与意愿对垃圾分类行

为的中介效应分别达到52.6%、46.8%,社会性治理方

式通过促进社区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和网络参与意愿,
进而激发居民垃圾分类的行为,由此验证了H2a、H2b。

表4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路径名称 点估计
系数乘积 Bias-corrected95%

标准误 Z 值 下界 上界

行政性治理方式→
垃圾分类行为

总效应 0.027 0.046 0.587 -0.029 0.084
间接效应 0.018 0.048 0.375 -0.007 0.052
直接效应 0.009 0.039 0.231 -0.004 0.059

社会性治理方式→
垃圾分类行为

总效应 0.124 0.043 2.884 0.067 0.177
间接效应 0.111 0.043 2.581 0.046 0.111
直接效应 0.073 0.038 1.921 0.001 0.105

表5 基层多元参与对垃圾分类行为的中介效应

路径名称 估计值 标准误 Z 值

间接效果的95%
置信区间

下界 上界

中介
比例/%

社会性治理方式→社区参与意愿→垃圾分类行为 0.415 0.090 0.037 0.013 0.154 52.6
社会性治理方式→网络参与意愿→垃圾分类行为 0.405 0.082 0.033 0.011 0.134 46.8

(三)社区分异

  为了检验社区分异(不同房价和房龄的社区)在
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径中是否存

在调节效应,本研究以四分位数①为界将房价分为

四个区间,分别为:低房价、中低房价、中高房价和高

房价;以四分位数为界将房龄分为四个区间:低房

龄、中低房龄、中高房龄和高房龄。根据异质性检验

结果,验证了假设 H4,表明社区类型异质性可以调

节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如图1—图2所示,不同房价和房龄在社会性

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呈现了社

区分异的折叠效应。中低房价、中低房龄和低房龄

三类社区在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效应较高,分别达到0.173、0.134和0.117;中高房

价、中高房龄和高房价三类社区的影响效应较低,分
别达到0.045、0.059和0.054;高房龄和低房价两

类社区的影响效应,分别达到0.071、0.067。
根据房价、房龄对垃圾分类行为的调节效应值,

呈现出三类社区属性:第一类:低房龄、中低房龄、中
低房价。低、中低房龄一般属于新小区,中低房价社

区一般处于上海中环和外环,这类社区外来人口比

例较高,属于人口导入型;社区居民之间联系较为松

散,处于陌生人状态。在陌生人社区中,社区的管理

与服务通常直接对接物业公司倾向采用市场化的治

理模式。小区居民更愿意接受多元共治的社会性治

理方式,居民对社会性治理方式效能感提高,能强烈

激发居民垃圾分类的意愿与行为,进而产生较好的

垃圾治理效果。这类社区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呈现

出“强动员,强参与”。

图1 房价在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

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

  注:Q1-Q4是房价的四分位区间,分别为:低房价、中低房

价、中高房价和高房价。

第二类:中高房价、高房价和中高房龄。三类属

性社区一般处于上海中环和内环,外来人口和本地

人口混合,属于半熟人社区。社区居民普遍的教育

程度、收入和职业地位较高,人口结构复杂、异质性

强,邻里关系较为松散,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呈现

出“强动员,弱参与”的行动逻辑。这类社区需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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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点将全部数据等分为4部分,其中每部分包含25%的数据。



过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外部资源,如通过社

会这类社区的行政性和社会性治理方式的治理效果

都并不显著,居民对社会性治理方式效能感提升,并
不能有效激发居民垃圾分类的行为。这类社区多元

主体的行动逻辑是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建立,增进社

区融合,激发居民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自觉、自愿的

内在驱动力。另外,由于高房价的高端社区物业费

较高,物业承担社区垃圾分类主体责任,甚至代替居

民进行前端分类,阻碍居民产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内

在驱动力。

图2 房龄在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

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

  注:Q1-Q4是房龄的四分位区间,分别为:低房龄、中低房龄、

中高房龄和高房龄。

第三类:高房龄和低房价。高房龄社区一般处

于内环属于旧城区,低房价社区一般处于城乡接合

部和周边农村地区,一般属于熟人社区。此类社区

都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了邻里互助模式,
社会交往较为紧密,社区融合程度较高,并已经具有

较高的自治基础或已步入较成熟的自治模式。此类

社区内部通过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影响来

助力垃圾分类机制的完善[32],居民对社会性治理方

式效能感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居民垃圾分类

行为的治理。这类社区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呈现出

“弱动员,强参与”。

五、结 语

  本文基于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实地调研,结合

分层抽样和配额抽样对上海16个区县居民进行问

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探究社区

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分异效应,
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自上海强制施行垃圾分类以来,行政性治

理方式是提升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绩效的主要方法,
如具体的“定时”“定点”“破袋”政策执行、惩罚和激

励措施实施等,虽然在短期内抑制了居民不分类的

习惯,但也有部分居民对政策执行不够配合。自下

而上的社会性治理方式不断推动社区垃圾分类治

理,如社区党组织的党建引领、居委会宣传和教育活

动、物业、业委会、志愿者协同配合等方式达成居民

共识,增强社区凝聚力。因此,有效发挥多元主体协

同联动机制,增进居民对多元主体的垃圾分类治理

的认可和满意度,可以激发居民垃圾分类的自觉自

愿行为。
其次,社会性治理方式可以有效增强垃圾分类

的社区参与意愿和网络参与意愿,进而激发居民垃

圾分类行为。进入互联网社会,信息高度发展,网民

数量日益增多,为满足人民多元化的需求,社区治理

需要采用互联网平台优势,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对社

区垃圾分类的技术支撑,提供更有效、科学、便利的

社会服务,进而激发居民参与意愿和垃圾分类行为。
最后,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

径中存在社区分异效应,呈现三类社区:熟人社区、
半熟人社区和陌生人社区。其一,高房龄和低房龄

的社区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多元主体行动逻辑中

呈现“弱动员、强参与”。这类社区人口结构单一、同
质性较强,居民之间联系紧密,社区认同感较强,大
多数居民垃圾治理意愿和热情较高,在一定范围内

起到了带动、引领和示范效应,形成了社会规范和自

治模式下的居民自我管理。其二,低房龄、中低房龄

和中低房价的社区属于陌生人社区,社区多元主体

行动逻辑呈现出“强动员、强参与”。这类社区外来

人口较多,通过培育社会组织,筹备业委会和基层党

组织,建立多元共治平台,营造社区议事会,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居委、物业、业委会、社会组织参与的多

元协同治理模式,激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愿和

行为。其三,中高房价、高房价和中高房龄社区属于

半熟人社区,社区多元主体行动逻辑呈现属于“强动

员、弱参与”。这类社区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混合,
呈现结构复杂、异质性较高等特征。多元主体利益

较为分化,垃圾分类治理难度较大。
上海垃圾分类治理经历了三年多的实践探索,

呈现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有监督的垃圾分类治

理(即有监督员或者社区责任主体陪伴下垃圾分类

行为);第二个阶段,培育居民无监督的垃圾分类和

垃圾减量能力,在实现双碳目标和社区营造、社会治

理能力提升背景下,促进居民形成绿色低碳社区营

造的能力尤为重要。本研究认为实现垃圾分类治理

的第二阶段目标,需要创新社会性治理方式进而促

进居民绿色低碳行为,而设计因地制宜的社区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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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实施细则,可以推动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治理

方式。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主要讨论

社区治理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重点关

注行政性和社会性两类治理方式,二者并不能表征

社区治理的全部内涵。其次,居民垃圾分类行为是

动态变化,问卷调查是在2019年,处于上海垃圾分

类实施早期阶段,很多居民对垃圾分类还存在观望

态度,因此很难预测或推论当前居民垃圾减量行为。
最后,本研究以上海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并不一定代

表其他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但可为上海乃至

其他地区社区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供借鉴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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